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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观察数据检验因果问题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

海尔曼·佐尔担，霍尔瓦特·海德维格，林德奈尔·奥蒂拉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劳动经济学处于结合经济理论、先进的计
量经济学方法和新数据源的前沿。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该研究
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
（Joshua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Imbens），以表彰他们“对劳动
经济学的实证贡献”（Card）和“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Angrist
和Imbens）。这些方法论创新现在被用于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和许多其他社会
科学。由于真实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已经从一门理论性更强的学科转变为一
门以实证结果为主导的科学，即使是最基本的经济理论也可以因为实证结果
而被否定。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这一也被称为信誉革命时期的主要方法论
成就，并通过一个个经济应用进行说明。

经济文献杂志（JEL）代码：J2，J6，I21，I26，C2，C26
关键词：自然实验；最低工资；教育回报；工具变量；差异中的差异；不连
续回归

一，前言

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在 1985 年至 2001 年间担
任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期刊之一《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 的主编，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也是三位获奖者中两位获
奖者的博士生导师和实际上的共同作者，他在任期开始时惊奇地发现，发表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这一医
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Hearst等 1986）比《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更能引起
经济学家的共鸣。这篇论文研究了兵役对随后死亡率的影响，比较了越南战
争期间入伍和未入伍的年龄组。由于对此感到惊讶，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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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研究越南退伍军人的工作市场前景，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订
阅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找出其中发表的文章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他
们与大卫·卡德发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清晰的方法论框架使
分析变得透明，因而结果是可信的（Card 2021）1。由此，他们想到，有了
透明的统计方法，经济研究也可以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学科
的学术水平也会提高。这就是经济学中“分析框架”（research design）的
建立方式，这一框架追随获奖者及其学界精英和其合著者的脚步，成为专
业成熟度的新标准。

但是这个经济学中以前不为人知的概念，分析框架是什么意思？我们在
下文中借助从获奖者作品中选出的例子来介绍这一点，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
了该学科的方法论发展，以及作为这场方法论革命的结果，我们对长期争论
不休的经济问题的知识是如何发展的。

二，调查观测数据的因果问题：自然实验和分析框架

大多数应用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揭示某种因果关系。在生命科学领域，
最常用的方法是随机对照试验（RCT）。例如，在测试新药的有效成分时，
将患者随机分配到处理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两组的情况来衡量药物的因果
效应。随机组成的两组成员的各种特征平均而言基本相同——因此处理后两
组之间的差异只能用药物的作用来解释。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此类实验的可
能性非常有限，但同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可比较的处理组和对照
组，我们并没有随机分配观察到的个体，而是最终结果还是类似的。越南战
争期间，征兵是通过抽签进行的，所以谁当兵谁留在家里是随机的。其他时
候，一个个公共政策改革也会导致类似的情况。当月出生的人与次月出生的
人的义务教育或退休年龄不同。就居住在美国某个定居点的人而言，最低工
资与几公里外的类似定居点不同，只是因为它属于另一个成员国。这些情况
称为自然或准实验。如果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识别并利用它们，即使没有随机
对照实验，我们也可以令人信服地确定因果关系。大卫·卡德、约书亚·安
格里斯特和圭多·伊本斯在这种方法的发展和传播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具
有许多应用和分析方法的理论发展2。与以前的社会科学实践相比，这代表
了方法的根本变化，后者试图根据两种现象的统计相关性来证明因果关系。
以下是利用不同自然实验情况并使用不同分析方法的三个示例。从理论的角
度来看，这三个案例都产生了重要的结果。

1 Zipperer, B.: Equitable Growth in Conversation: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Card and Alan 
Krueger. （《对话中的公平增长：采访大卫·卡德和艾伦·克鲁格》）April, 2016. https://
davidcard.berkeley.edu/interviews/interview%20with%20Card%20and%20Krueger.pdf. （下载
日期：2022年2月22日）

2 应用的方法都是通过例子来展示的，所以下面我们依赖卡德和安格里斯特的文章。 
伊本斯 在该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处不再详述。

https://davidcard.berkeley.edu/interviews/interview%20with%20Card%20and%20Krueger.pdf
https://davidcard.berkeley.edu/interviews/interview%20with%20Card%20and%20Krueg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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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如何运作的了解

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劳动经济学处于结合经济理论、先进的计
量经济学方法和新数据源的前沿3。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最低工资的
经济辩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也对此发表了
评论。

最低工资辩论基本上是关于什么是描述劳动力市场的正确理论。根据
标准理论，低收入者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因此工资上涨会导致失业（Stigler 
1946）。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供需处于平衡状态。由于最低工资的引
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为它变
得更加昂贵，而劳动力的供应增加，因为更多的人希望以更高的工资工作。
这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

与标准理论相反，许多人认为最低工资不会导致严重的失业。例如，根
据理查德·莱斯特 (Richard Lester 1947) 的说法，标准理论存在缺陷，因为公
司领导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公司的数学模型所描述的方式思考。他在问卷调
查的帮助下支持了这一点，在问卷调查中，公司领导被问及是什么决定了他
们雇用多少人。有趣的是，对于大多数公司管理者来说，最决定性的因素不
是劳动力成本，而是对产品的需求。

然而，理查德莱斯特的问卷调查方法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诺贝尔奖获
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1953) 认为，竞争法则迫使利润最
大化，即使企业领导没有通过求解数学方程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根据该论
点，作为竞争的结果，只有那些“感觉”到如何有效地经营公司和实现利润
最大化的公司领导才会成功，即使他们不能像数学方程式那样清晰地表达这
一点，也是如此。米尔顿弗里德曼用台球比赛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方法：一个
好的台球运动员不能用数学方程精确地描述在哪里击打台球，但是如果我们
想了解台球的轨迹，我们可以这样做只有借助数学方程式。根据该论点，经
济模型的检验应基于其预测（例如最低工资是否会减少就业），而不是基于
假设（公司的劳动力需求是否由利润最大化决定）。

因此，关于最低工资的争论集中在检验标准理论的预测上。早期的实证
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显著减少了就业（Brown 等 1982）。出于这个原因，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弊大于利。
大卫·卡德和克鲁格（1994）的一项革命性研究打破了这一共识。

3 Interview with David Card. （《采访大卫·卡德）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December 1, 2022.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06/interview-with-david-card. 
（下载日期：2022年2月22日）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06/interview-with-davi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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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实证结果主要基于时间序列分析：人们检验了最低工资水平与失
业或就业之间的时间联动性。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最低工资水平不仅仅是
偶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决策过程，甚至可能取决于经济周期。例
如，如果在左翼政治领导下或在经济衰退期间更频繁地提高最低工资，则最
低工资和就业的联动可能表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最低工资。

为解决此类问题，卡德和克鲁格（1994）将所谓的“差异中的差异”
估计方法应用于最低工资问题的实证分析。作者利用了美国的最低工资 
（部分）由成员国确定的事实。新泽西州于1992年4月提高了最低工资，而
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则没有。由于新泽西州和与新泽西州接壤的宾夕法尼亚
州东部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改革导致了一个准实验性的情况，即在特定地
区（处理组）提高最低工资，同时越过州界，在另一个非常相似的区域没有
增加（对照组）。

差分估计法将处理组（新泽西州）的就业变化与对照组（宾夕法尼亚州
东部）的就业变化进行比较。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经济非常相似，在对
照组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过滤掉那些在没有最低工资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发生
在新泽西州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我们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最低工资的
因果效应。

卡德和克鲁格收集了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上涨前后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
州东部快餐店就业情况的数据。使用这些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
的就业增加了，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没有减少，但增加了就业。因此，基于一
种新的、统计上更可靠的分析框架的分析导致了与以前的主要是时间序列分
析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分析很难借助流行的经济理论来解释。

差分法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中使用最广泛的分析框架之一。该方法的优
点是，由于个别公共政策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平等，因此经常会出现处理组
和对照组的情况。实证方法基于以下假设：如果处理组未接受处理，则对照
组和处理组的变化将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平行趋势”（parallel trends）假
设，通常通过比较改革前的趋势来检验。卡德和克鲁格（2000）的文章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使用行政数据分析了1991年10月（最低工资上涨前6
个月）至1995年10月（最低工资上涨后42个月）期间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
亚州东部的就业趋势。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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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最低工资上涨之前的六个月里，新泽西州和东宾夕
法尼亚州的就业情况非常相似，而在1992年4月1日之后，新泽西州的就业人
数比东宾夕法尼亚州略有增加。该图还表明，从长远来看，最初的积极影响
不会变成消极影响：即使在最低工资上涨三年后，新泽西州的就业率仍高于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

差分法现在经常以改进形式使用，当没有与改革前的处理组相似的单一
控制组时，但有多个控制观察（国家、成员国、公司、学校等）其中一个适
当加权的组合很好地（“平行地”）符合被处理组的改革前趋势。圭多·伊
本斯在这种“差异中的综合控制差异”方法的开发和统计改进中发挥了先驱
作用（Arkhangelsky 等 2021；Athey – Imbens 2006，2022）。

尽管卡德和克鲁格1994年的分析受到严厉批评，但随后的研究结果支
持了最初研究的主要发现4。 多鲁克·曾吉兹（Doruk Cengiz）和他的合著
者（2019）研究了138次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最
低工资的提高不会对低收入者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总结了37项最低工
资研究的结果后，保罗·沃尔夫森（Paul Wolfson）和戴尔·贝尔曼（Dale 
Belman）（Wolfson和Belman 2019）得出结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非常
小，在统计上与零没有区别。然而，这些结果必须始终在给定的背景下，在

4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卡德和克鲁格（1994）的分析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种分析与
基本经济理论相矛盾。例如，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布坎南就认为卡德和
克鲁格的分析不科学，这样的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等主要经济学期刊上没有立足之地。

图图11     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     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

1992 年 4 月 1 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小时工资）
从 4.25 美元提高到 5.05 美元。 
尽管如此最低工资的增加并未对就业率产生影响。

新泽西州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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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下进行解释。卡德和克鲁格（1994）和随后的研究都没
有声称最低工资可以提高到任何限度以上而不会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采用了新的、真实的实证分析方法，能够否定在
其之前获得广泛共识的经济相关性。结果本身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新研究方
向，导致对劳动力市场的更现实的描述。这些新模型考虑到大多数公司不
仅被动地接受市场工资，而且公司经常主动塑造它们。这种行为会导致劳
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其后果之一可能是最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
业（Burdett – Mortensen 1998；Manning 2003）。此外，卡德和克鲁格对最
低工资的研究为所谓的信誉革命铺平了道路，由此可以在“真实的”实证分
析的帮助下，而不是在理论辩论中决定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由于这
一点，经济学学科越来越多地转向实证方向，增加了其科学有效性及其对公
共政策的影响。

2.2. 教育研究的可信度革命

在教育研究中，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其合著者的名字为标志的经济学方
法论转变尤其具有革命性。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学家、心理学
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从业者都在研究教育政策主题。但是基于自然实验
情况的分析框架和它们所需的严格而透明的统计方法已经吸引了许多经济学
家关注这个话题，其中一个重要且相关的公共政策决策问题，决定了个人的
生产力劳动力市场，等待答案。由于这种方法论的更新，即“真实性革命”
（Angrist – Pischke 2010），教育经济学在该领域的从业者数量和研究方法方
面都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本节中，我们回顾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该领域的
开创性工作，重点关注两组重要问题：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以及学校/
精英学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2.2.1. 教育的回报5

在经济模型中，工资通常与员工的生产率密切相关。除了传统的经济话
题，当经济学家意识到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时，他们将注意力转
向了教育。教育被定义为具有回报/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何以及在多大
程度上衡量这种回报是经济学中一个基本且被广泛讨论的问题。自从雅各
布·明瑟（Jacob Mince）（1958，1974）进行研究这方面工作以来，所谓的
基于观测数据的人力资本收益方程的估计，也被称为劳动经济学家先驱明瑟
方程。该方程的典型形式为：

log y = a + bS + cX + dX2 + e,

其中log y是收入的对数，S 是教育程度（以毕业或在校学习的年数衡
量），X是劳动力市场经验，即已工作年数6，e是残差项，其中包含等式统
计估计形式的附加控制变量（例如性别、婚姻状况、工会会员资格等）。 

5 本节主要借鉴了卡德（1999）的观点。
6 X实际上很难被观察到，所以通常用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经验来近似：A – c – S，其中

A是个体的年龄，c是义务教育的最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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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瑟从个人教育选择模型中得出这一点，并且适合数据的形式——例
如，控制变量的范围或教育的函数形式，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可以改
变，但经验关系的程度（b）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相同的估计程序[（使用普
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具有相似的结果：加上在学校
度过的一年大约。它与以后 4–10% 的高收入相关（图 2）。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误导性地——措辞为“在学校多度过一
年，以后就会多增加 4–10%的收入”。“增加”一词可能会给我们一种印
象，即高等教育会带来更高的收入。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对
这种因果关系感兴趣。例如，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否应该上大学。或
者，作为公共政策顾问，我们必须回答是否值得支持扩大中等/高等教育的
问题。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使用OLS估计的回归结果不适合得出这样的因
果结论。

首先，由于很难观察到个人的技能和能力，所以我们通常没有关于这
方面的数据。然而，能力较好的孩子可能会有更好的学习成绩，因此他们
更有可能学习更长的时间（例如上大学）。另一方面，更好的技能/能力直
接影响收入，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会增加收入7。因此，当我们在不观
察能力的情况下发现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时，我们无法确定我
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教育的影响还是更好能力的影响。图 3 对此进行了说明。

7 这些变量，我们要么没有数据，要么我们“忘记”将它们包括在回归模型中，即使
它们与我们的主要自变量（教育）和我们的输出变量（收入）相关，也被称为遗漏变量。

图图22     根据明瑟方程估计的不同国家的教育回报，按性别分类     根据明瑟方程估计的不同国家的教育回报，按性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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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瑟方程估计的系数结合了两种影响，即教育的直接因果影响和更好
能力的间接影响（能力偏差）。由于我们预计两者都是积极的，我们说可能
高估了我们感兴趣的教育的纯因果效应。

将明瑟的教育系数解释为因果效应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个人之间在多
读一年的学校回报有多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决定（“自
我选择”）完成高水平的教育，教育为他们带来特别高的回报。换句话说，
可以想象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也加强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只能预期明瑟方程中的OLS估计是值是向上偏的。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恰恰强调了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
关系，并开发了方法使其类似于随机实验，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发生，用获
奖者及其合著者创造的表达方式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自然实验”情况下
产生的观察数据来衡量因果效应。在这些准实验分析框架中，除了前面提到
的“差异中的差异”方法之外，另一个，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所谓的
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IV）方法，该方法在 1990 年代经常用于
衡量教育回报。

通过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1992）的例子，图4中的蓝色部分说明了IV
框架的本质。该研究使用该想法作为分析框架，即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
那些上大学的人可以避免征兵。同时，征兵的方式是，每名军龄男子根据出
生年月随机获得一个编号，然后根据军队的人力需求，按编号从小到大的顺
序征召8。在这种特定的监管环境中，用于测序的序列号可以被认为是一个
工具变量，其

8 本文开始提到的诺曼·赫斯特（Norman Hearst）等（1986）以及由此受到启发的安
格里斯特（1990）使用了与此相同的排序顺序。

图图33     省略的变量（能力）     省略的变量（能力）

教育 收入

技能与能力

+ +

因果关系
（我们想要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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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确定教育水平——因为可以通过入读大学来避免征兵，纯属偶
然，序列号较低的人（较早应征入伍的人）更有可能上大学，

2，在教育以外的渠道，例如它不会影响通过技能获得的收入——同
样，因为序列号是随机分配的（基于与技能无关的出生日期）。

也就是说，工具的变化（较低的等级）在不改变能力的情况下增加了教
育。因此，个人之间的任何收入差异只能追溯到序列号的差异，从而导致教
育程度的差异，而不是能力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收入的差
异是由教育的差异引起的，因为能力不会因序列号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一般而言，IV方法的巨大优势在于，“好的”工具能够从遗漏变量（教
育回报情况下的技能）和反向因果关系（自我选择）中清除OLS估计值9。这
种方法的缺点是很难找到“好的”工具，因为它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说得更严格一点：

1. 相关性：工具必须与我们感兴趣的内生变量（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教
育）密切相关，但由于上述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我们用OLS只会得
到扭曲的估计。

2. 排他性：工具不得通过任何其他渠道与输出变量（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收益）相关。

为了确保相关性，我们使用所谓的第一阶段回归，对工具和其他控制变
量（例如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经验）的内生变量（教育）进行回归。在这个回
归中，我们可以根据 F 统计量测试工具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来确定工具的相关

9 甚至，它还可能解决本文未单独讨论的教育回报测度中的第三个问题：教育测度误
差导致的偏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卡德（1999）。

图图44     工具变量（序号）机制     工具变量（序号）机制

教育随机序号 收入

技能与能力

+ +

因果关系
（我们想要测量的）

自我选择
（反向因果关系）

第一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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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工具是否强大10。尽管有关于我们的工具在 F 值之上多少足够强大/相
关的经验法则（Staiger – Stock 1997；Stock – Yogo 2005），事实上，如果有
人不完全相信工具的排他性（有效性），就不可能毫无疑问地确定这一点。
即使只是一点点损害排他性的弱工具（也通过其他渠道影响收入，而不仅仅
是教育），都甚至可能增加OLS估计的偏差（稍后详见）。然而，特别难以
确信排他性的实现，因为没有正式的统计测试。因此，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部分地、准确地支持它，使工具的假定操作透明化，即明
确“识别从何而来”。

卡德（1995）的文章11可能是受自传启发，将个人出生地与最近大学的
距离用作教育工具（大学学历）。这是一个自然实验，因为个人的出生地可
以被认为是随机的，但如果离大学很近，个人上大学的成本就会比离得远的
地方低。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出生在附近的人比那些出生在较远的地方的人
更有可能从大学入学和毕业——该论点支持该工具的相关性。然而，谁出生
在大学附近与个人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 支持排他性的论点说。然而，
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条件是完全有效的：工具只在教育背景较低的人中很
强，而那些靠近大学的地方通常会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即在另一个地方
靠近大学方式——通过更有利的当地劳动力市场机会——也会影响收入。 
与本文中衡量教育回报的许多其他IV研究一样，数值结果表明IV估计值远高
于OLS估计值。从那以后，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能力引起的遗漏变
量问题和自我选择导致的反向因果关系都会预设OLS向上偏，因此无偏IV估
计会导致较小的回报。对这种明显的矛盾有什么可能的解释？

一方面，工具可能无效（即不满足排他性）和弱，这种组合可能会放
大OLS估计中的偏差。研究人员认为这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充分解释了远高于
OLS的IV（Card 1999）。例如，在卡德（1995）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控制个
人的家庭背景，IV也比OLS大30%，此时工具的排他性和相关性更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可以想象IV更大，因为工具还消除了由测量误差引起的OLS
的向下偏差（见脚注 9）。

第三，根据包括卡德（1999）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法，IV研究很可能估计
了处理对特殊群体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为教育回报），对他们来说，这
大于估计的平均效应给大家。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的意思，请考虑安格里斯
特和克鲁格（1991）对教育回报的估计。在此，作者利用了美国公共教育系
统的特殊性，即在大多数州，在给定年份的9月1日，只有那些在该学年的1
月1日之前年满6岁的人开始接受小学教育，而其他人则只一年后开始。出于
这个原因，1月1日（第一季度）出生的人通常在6又3/4岁开始上学，而12月
31日（第四季度）出生的人则年轻一岁，在5又1/2岁开始上学。因此，到16
岁生日，即达到义务教育年龄上限时，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四季度出生的人少

10 在前面提到的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 （1992） 的文章中，发现序列号作为一种工具
很弱——序列号低与一个人是否上过大学没有很强的相关性（Card 1999）。

11 卡德在加拿大的一个农场长大，但附近有一所大学。 他也将自己的教育归因于此。 
（《与大卫·卡德的访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2006年12 月 1 日。https://
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06/interview-with-david-card）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06/interview-with-david-card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06/interview-with-david-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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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学（10年多一点）。如果出生季度独立于决定收入的其他因素，则可
以将其用作教育工具，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出生的人的收入差异表明了他们
教育差异的产出。然而，正如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所指出的，我们只看到早
期离校生的教育存在差异，而在继续接受大学或研究生培训的人中则没有。
收入的差异也集中在这个群体。然而，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仅靠义
务教育而在校时间较长的。这项研究衡量的是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回报，而
不是普通人群。然而，这一群体的教育回报可能与普通人群大不相同。

这个想法被伊本斯和安格里斯特（1994)以及安格里斯特等人正式化
（1996）。所谓在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的概
念中。仍然使用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1991）的例子，如果出生在第一季
度和第四季度，人口可以根据个人上学/将上学的多少分为 4 个部分12：

1，始终参与处理者（always takers）：无论第一季度还是第四季度出
生，都始终上学；

2，从不参与处理者（never takers）：无论第一季度还是第四季度出
生，上学时间很短；

3，遵循规定者（compliers）：如果是第四季度出生，与第一季度出生
的一样继续上学；

4，违反规定者（defiers）：如果是第一季度出生，与第四季度出生的
一样继续上学。

伊本斯、安格里斯特和他们的合著者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
如果没有违反规定者——IV预估会预估处理（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上学接受教
育）对遵循规定者群体的影响13。然而，在不同工具的情况下，遵循规则者
的群体可能会不同，对他们来说，教育的回报可能不同。例如，安格里斯特
和克鲁格（1991）发现，在接受义务教育而留在高中的组中，额外一年教
育的回报约为7.5%，这与OLS估计值相差无几。相比之下，卡德（1995）发
现，在遵循规则者群体中（那些只在离他们很近的情况下才上大学的人）， 
教育的回报——在他们的例子中是大学——远高于OLS估计的回报。

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1991）的文章被广泛重新审视。约翰·邦德
（John Bound）等（1995）表明，四分之一出生作为一种工具的相关性很
弱，因此即使样本很大，IV估计值也可能不一致。这篇文章开启了整个方法
论研究的浪潮，在研究人员有许多弱工具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提出实用建议
（例如Staiger – Stock 1997）。今天，随着机器学习方法的传播，正在为这
个问题创造新的解决方案14。

12 请注意，从数据中看不到谁属于哪个组，因为划分不仅基于在实际出生日期的情况
下选择的教育，而且还基于所谓的 也用于反事实选择，即给定的个人如果出生在不同的时
间会选择什么。 后者是不可观察的。 然而，借助 伊本斯和安格里斯特开发的方法，我们
可以用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的特征来描述这些群体。

13 此外，作者还详细阐述了如何根据数据中观察到的特征来描述规则遵循者群体的特征。
14 例如，埃洛拉·德伦库特（Ellora Derenoncourt）（2022）的文章中对亚历山大·

贝洛尼 （Alexandre Belloni）等 （2011）所写文章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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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名校效应

对于教育研究人员、教育政治家和家长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哪些
学校是好学校，是什么让他们比其他学校做得更好。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问题：只需看看哪些学校在所有学校排名中名列前茅即可。这些
排名基于非常清楚地显示学校学生表现的数据：高中毕业率、高等教育率、
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大多数国家，学校之间在这些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通常会有少数精英学校脱颖而出。

同时，也很明显的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构成也大不相同。因为它们
很受欢迎，所以它们可以从众多申请者中选出表现最好的学生，然后真正
表现出色的学生。但选拔和学校的作用有多大，教育质量更高？如果政府
要鼓励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需要衡量质
量。在美国，1990年代有许多成员国和大都市地区都推出了这种教育改革，
并且在2000年代初期，这也以联邦计划的形式发表（No Child Left Behind  
program）。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使用各种统计方法来分离学生特征和
学校质量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过滤掉学生特征的影响，将他
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检查个别学生的表现随时间
的变化（附加值）。这种方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学生个人特征的影响被
总结在先前取得的考试成绩中，因此他们考试成绩的变化或多或少可以归因
于学校。这两种方法，或它们的各种组合，经常被用来衡量个别学校或个别
教师的有效性。大家都一致认为，与产出指标的简单平均数相比，这些估计
通常更接近学校的实际质量，但它们的准确性如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优秀的精英学校，学生的不可观察
特征的作用可能非常大，这是上述传统方法无法考虑的。申请这些学校的学
生想必更上进、更勤奋，他们的学习成绩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极其重要，他们
在广义上对他们的发展投入更多。想必这些学生发展得更快，所以相比于他
们之前的成绩提升幅度更大，所以即便是计算附加值也不能完全排除选拔 
的影响。

如何更准确地衡量学校的质量？如果把学校质量看成是学校对学生知识
和技能的影响，我们可以运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和自然实验的逻辑。安格里斯
特的研究在这一领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及其合著者在几项研究中调查的问题之一——正如他在诺贝尔奖颁
奖典礼上的演讲中强调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就是所谓的特
许学校的有效性。这些是非公立学校，作为与政府签订的合同（章程）的一
部分获得国家资助（在美国，与匈牙利的做法相反，这通常不适用于私立和
教会学校），他们可以执行不同于传统公立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实践。它们经
常在隔离的大都市地区开展业务，并成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贫困学生提供教
育。许多人在这些学校中看到了更新美国教育体系的机会，并期望它们能够
缩小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巨大的成绩差距，而另一些人则表示，选拔也是特
许学校成功的背后原因；申请这里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比来自类似社会情况
的学生的平均水平更有动力和投入。



105

使用观察数据检验因果问题

安格里斯特和他的合著者研究了马萨诸塞州的特许学校，在超额报名
的情况下，会使用抽签来决定谁能进入该学校（Angrist等 2010 ；Angrist等 
2012）。他们将抽签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将幸运者和被排除在外的人后来的
结果进行比较。使用IV方法，将抽签的结果作为工具。就被调查学校而言，
显示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录取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了。例如，一年之后，与
那些因同龄人抽签而未被录取的人相比，数学提高了标准差单位的三分之一
以上，阅读理解提高了十分之一标准差单位（Angrist 等 2012）15。

安格里斯特和他的同事取得重大成果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精英学校影响
的调查（Abdulkadiroğlu等 2014）。他们在开创性的工作中研究了波士顿和
纽约各前三名精英高中的影响。学生根据一次入学考试的结果被录取到这
些学校。直接比较被录取和被拒的申请者并不能看出学校的效应，因为这两
个群体有很大的不同：被录取的学生不是随机录取的，他们过去的学习成绩
要好得多。同时，录取门槛两边的刚刚能被录取的与落后学生的情况则很相
似；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在未观察到的特征上完全没有区别。当然，录取门槛
以下的学生之前的表现有些弱，我们在分析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种情
况下，当被处理组的概率突然显著增加到超过给定变量的某个值时，我们可
以应用回归断点设计方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就像安格里斯
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分析精英学校时所做的那样。他们的研究不仅对学校的
影响分析做出了贡献，也成为了应用间断回归法作为分析框架的范例。

该方法的出发点是，在处理组中的位置取决于特定变量（running或
forcing variable）的值，例如，如果学生的分数超过某个阈值，他们就可以
进入精英学校。录取期间提供的表现也与后来的结果有关，用拟合两个变
量的回归曲线表示（可以使用各种参数或非参数方法进行估计）。被置于
处理组中的效应通过在输出变量的阈值处观察到的“跳跃”的幅度来显示。

图 5 说明了波士顿一所精英学校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入学门槛
处，入学概率急剧增加（图5a），同龄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图5b）。 
同 时 ， 出 乎 我 们 意 料 的 是 ， 学 生 后 期 的 数 学 考 试 成 绩 并 没 有 大 幅 提 升 
（图5c）：进入名校的学生和刚错过名校的学生后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彼此不
同。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也体现在研究的标题中：精英错觉。

15 相比之下，这些都是很大的影响； 三年级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原始考试成绩差异几乎
是 1 个标准差（Fryer – Levit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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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角度来看，精英学校对考试成绩的零影响很有趣。首先，它有助
于教育中研究同学影响的文献。班级的构成如何影响一个特定的学生，他的
同学是好学生还是无纪律的学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提供了许多直接不同
的结果，但这种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很难识别（Angrist 2014）。 安格里斯特
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明进入名校学生的同学以往平
均考试成绩远高于退学学生，但这对给定学生后来的成绩没有影响，即对本
例中的成绩同学是无所谓的16。

同时，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实际效应，为什么这些学校会如此受到家
长和学生的欢迎呢？申请者追逐精英教育的幻想会错吗？还是以考试成绩
衡量的学生成绩并不能体现学生在这些学校上学后的收获？这些暂时是悬
而未决的问题，但最近一项分析芝加哥精英学校的研究表明这些偏好有多
强烈（Angrist等 2019）。在这里，作者发现，被精英学校录取会对学生的
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许多未被录取的学生所上的特许学校可以提高他
们的成绩。然而，申请人更喜欢精英学校而不是特许学校。

16 安格里斯特和凯文·朗（Kevin Lang）（2004）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
结果：在波士顿的一个融合计划框架内，花园城市学校中产阶级学生的表现不受一些市
中心、贫困、班上的黑人学生。安格里斯特（2014）认为，许多分析高估了同伴的影响
力，而且它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弱得多。

图图55     精英错觉     精英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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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学校的影响进行因果估计，并且结果涉及特
定的，通常是特定的学生群体和所涉及的学校。我们通常可以从此类分析
中学到什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Angrist等 2017），安格里斯特和他的
合著者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波士顿学校系统中，学生通过中央招生
匹配算法分配到六年级的高中，并随机抽取算法中起着重要作用17。通过这
种方式，他们能够估计学校对许多学校的因果效应，并将其与传统的学校
效能增值指标进行比较18。人们发现，使用增值法估算的学校质量确实给出
了有偏差的估计，但这种偏差并没有大到教育政策制定者不值得依赖这些
数据来做决定。

三、结语

基于自然实验的新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研究，约书亚·安格
里斯特和约恩-斯特芬·皮什克（Jörn-Steffen Pischke）（2010）确切地将这
种变化称为“可信度革命”。这需要开发新的分析方法，其中大卫·卡德、
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圭多·伊本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使得经济学更接
近理解和实证验证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理想。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工
具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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